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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社会学的使命担当

吕 鹏

内容提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

的本质要求之一。基于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的三个层次：做大蛋糕、分好蛋

糕、分享蛋糕，本文梳理了过去十年社会学在缩小城乡差距、阶层差距、行

业差距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重点探讨了社会学在财富创造方面打造县域

共同富裕产业链、在初次和再次分配环节规范各阶层收入分配秩序和财

富积累机制、在第三次分配环节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方面的新议题

及其挑战。为此，社会学需要开展学科、学术、话语体系的“自我革命”，为

积极投身伟大“社会革命”贡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社会革命；自我革命

一、中国式现代化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写进

了党的中心任务，并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

化。这一重要论述，为各行各业进一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勾画了新的蓝

图。社会学界已经围绕共同富裕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

为推动“新发展社会学”（李培林，2021a）奠定了扎实的学脉基础。

讨论共同富裕绝不能仅仅限于分配领域，而是要把“发展”放在突出的

位置上。这也是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连接点。正如中央文件里

多次强调的那样，共同富裕不仅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而且要“在高质量发

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从发展的角度来说，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但要持续做大

蛋糕，而且要做“优”、做“好”蛋糕。事实上，自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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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问题”就一直是驱动中国社会学问题意识的重要因素之一，“发展社会

学”也一时风光无限。但传统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来源有两个：一个是以发达

国家的现代化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化理论，另一个是以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

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理论。这两个学术传统构成了发展社会学的主要论

题，同时也限制了发展社会学的视野（孙立平，2005）。

过去十年来的实践正在为形成“新发展社会学”注入新的动力，甚至为古

典社会学理论带来新的想象。尤其是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开

启了“现代化新征程”，即长远发展战略构想的新征程、发展理念变革跃升的新

征程、应对新阶段新挑战的新征程和走出现代化诸多陷阱的新征程（李培

林，2021b）。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社会学研究者正在努力拓展研

究范围、形成新的理论命题，不仅开展了诸多事后解释性研究，而且也在向

未来性的预测研究进军（田毅鹏，2021）。“发展问题”有望迎来新的研究高潮。

但“共同富裕”并不是“高质量发展”的同义反复。处理好“分配”问题对

实现共同富裕同样重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

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就明确了这三种分配之间各有功能、互

为补充的关系。社会学在研究“分配”问题上同样是行家里手，甚至积淀更

为深厚。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之一是经济体制变革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时进

行，在发展中呈现出发展阶段的“三期叠加”（李培林，2021a），因此不可避免

地伴随着一些社会问题，比如城乡差距、收入差距、阶层差距。以 20世纪 90
年代兴盛一时的“转型社会学”为例，当时最为热烈的话题就是如何看待发

展过程中的不平等问题，尤其是国家再分配和市场两种主要力量在形塑经

济和社会不平等中的作用（Szelenyi & Kostello，1996；刘欣，2003）。在高峰

时期，有学者甚至希望可以通过研究市场转型，构建“新古典社会学”，探讨

“现代性的起源”，从而重访和反思“古典社会学”的理论预设甚至重建整个

社会学的经典传统（Eyal et al., 2003）。

然而，除了中国的“市场转型”与作为比较对象的中东欧国家在政治轨

迹上完全不同之外，“转型社会学”过于关注市场转型及其后果。很大程度

上由于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东欧国家在 20世纪 90年代只是进行了经济

制度的“单向改革”，“转型社会学”并没有给予“社会供给制度的转型”以应

有的重视（吕鹏，2012）。最近十年这一问题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虽然这种改

善已很少打着“转型社会学”的名义，而更多地被归为福利社会学、社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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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社会工作、社会保障的研究范畴。以推进共同富裕为契机，“新发展社会

学”必须在关注“生产市场”之外，将“生产社会”和“保卫社会”纳入到核心框

架之中（沈原，2007），而且，其起点至少应该回溯到市场转型开始的那一刻，

并与发展问题牢牢绑定在一起。

共同富裕在实现路径上包括做大蛋糕、分好蛋糕、分享蛋糕三个层次。

做大蛋糕其实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多的财富。分好蛋糕包含了初次

分配和再次分配两个环节，前者的重点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

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后者则是由国家通过税收、社会保

障、转移支付等各种调节手段实现分配正义。分享蛋糕主要讲的是第三次分

配，在很多文件中主要被表述为鼓励企业通过捐赠、公益等方式履行社会责

任。这三个层次都涉及社会学的很多经典议题，在一篇文章中难以面面俱

到。从我个人学术兴趣的角度出发，本文将重点讨论以下三个问题：在财富

创造方面打造县域共同富裕产业链、在初次和再次分配环节规范各阶层收

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在第三次分配环节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二、财富创造、城乡关系与县域共同富裕产业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党领导人民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

想，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

题，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过去几年里，大量农民因脱贫攻坚

实现了收入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明显快于城镇居民；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加快，农业商品化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这是在中国特色的国家、市场和社

会的交织互动模式驱动下，贫困人口把握发展机会、走出贫困的独特发展叙

事（李小云等，2018），也是过去十年间最为波澜壮阔的财富创造叙事。

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对发展乡村产业、促进农民增收

共富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首先是“结对依赖”。脱贫攻坚中一些项目

的造血能力不足（胡振光、向德平，2014；杨小柳，2010；尹栾玉、崔辰淼，

2022）；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之间尚未实现有效的连接、转换和相互支

持（王春光，2021）。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协作结对关系

调整后，一些外来大企业在原帮扶地的项目“结项”、机构和人员撤出，消费

扶贫的采购力度也有所减小，当地产业能否快速形成自我经营能力、开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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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面临着挑战。其次是“资金紧箍”。脱贫攻坚阶段，大量资金的划拨和

使用是以“户”为标准和对象进行的，基层政权的自主权很小，一些资金使用

效率不高（邢成举，2017）。

“资本下乡”带来了多元化的投资主体，是对政府项目制的一个重要补

充。“资本下乡”最初指工商企业资本参与农产品的精深加工和流通，典型模式

是“公司+农户”；但由于农业规模经营、数字下乡等现象日益增多，“资本下乡”

的内涵愈加丰富。过去十年来，大量工商资本下乡，为脱贫攻坚作出了重要的

贡献。以2015年全国工商联、国务院扶贫办、中国光彩会共同组织开展的“万

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为例，自 2015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3月 18日，共有

115520家企业、商会、企业基金会参与其中；共有123600个村庄通过“万企帮

万村”行动得到帮扶，1990万贫困人口得到帮扶；企业累计投入帮扶金额达

783亿元，产业帮扶总额达476.9亿元，平均每户家庭得到的产业帮扶支持金

额达1万元，平均每村得到的产业帮扶金额达20.79万元（吕鹏等，2020）。

但是资本下乡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首先是“产业悬浮”。一些企业占了

地、挣了钱，却没有与乡村产生真正的互动，农民与村庄原有的密切关联被剥

离，乡村成了一块“飞地”（焦长权、周飞舟，2016；马良灿，2013），甚至一些乡

村产业发展流于打造样板、亮点（李博，2016）；部分产业链不长，产业辐射范围

有限，农户参与度不高，产业带动能力有限，价值链的增值环节主要还在县域

之外（叶敬忠、贺聪志，2019）。其次是“无序竞争”。有些企业每开发一个产

品，就要打造一个“品牌”，重自我包装、轻公共合作，结果“低小散”普遍存在。

“资本下乡”中的问题也并不都是企业造成的。以“治理短板”为例，大

量的研究已经证明，要想在乡村发展产业，就必须关注乡村社会的非契约互

动，解决农户的团结与合作等治理难题（陈义媛，2019；付伟，2020；徐宗阳，

2016）。但由企业来做教育农户的工作、参与治理，不仅成本高、存在越俎代

庖之嫌，还受到当地政策环境变动的影响。乡村产业的健康发展有时候还

受到当地组织动员能力（符平、卢飞，2021）、劳动组织方式（陈航英，2021；付
伟，2019）、土地政策（邓燕华、张莉，2020）、观念世界（徐宗阳，2022）、乡村治

理体系（陈家建，2015；付伟、焦长权，2015）、宗族（刘学，2021a）、行动伦理

（周飞舟、何奇峰，2021）等的影响。

结对依赖、资金紧箍、产业悬浮、无序竞争、治理短板等客观存在的问

题，有的在脱贫攻坚阶段还不严重，但到了乡村振兴阶段，就有可能从“扶贫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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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小烦恼”变成“振兴中的大梗阻”。这首先是产业规模化决定的。如果

说在脱贫攻坚阶段，很多地方的产业发展首先解决的还是从无到有的 0到 1
的问题，到了乡村振兴阶段，则面临着规模化、差异化这样的 1到 100的问

题。这就对产业扎根、大企业与小企业合作、本地资本与外来资本的合作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陈航英，2018）。受到涂尔干关于“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

这一区分的启发，我们提出了“有机嵌入”的概念，主张外来资本在乡村市场体

系中嵌入的社会关系应该是“有机”的而不是“机械”的，企业通过市场分工嵌

入乡村社会基础（吕鹏、傅凡，2022）。其次是由于人口规模的变化。随着中

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乡土中国正在向城乡中国转型。正如焦长权指出的

那样，中国城镇化仍然只初步走完了上半程，即农民在就业和收入上挣脱乡

土的过程；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城镇化将经历下半程，即农民工重

新在家乡的城乡社会空间体系中分层级沉淀下来（焦长权，2022）。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跳出村庄思维，从“县域”层次来思考如何进一

步做大蛋糕的重要性愈加突出。正如王春光（2020）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

在社会学研究中，县域社会是缺席的。我们应当开展更多以县域为田野单位

的研究（狄金华，2020）。在中国，从治理的角度来说，县的建制是最为稳定的

空间和行政层级，是要素齐全的治理场域。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县域社会共同

体发挥着衔接基层社会与整体社会的功能。从市场的角度来说，县域是构建

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关键支撑、乡村振兴的主战场、共同富裕的硬骨头。

2022年 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城

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顺应县城人口流动变化趋势，

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功能定位，选择一批条件好的

县城作为示范地区重点发展，防止人口流失县城盲目建设。这有可能会引

发进一步的分化效应。针对这一问题，锻造“县域共同富裕产业链”是我们

开的一个“药方”。它指的是充分依托县域的优势资源，延长既有产业链和

价值链，在县域内形成参与度广、带动能力强、城乡融合、一二三产融合的产

业模式，把产业价值留在县域内，带动更多群众共同富裕。锻造这条“县域

共同富裕产业链”有几个关键。比如，大力培育和扶持本乡本土型企业，推

动外来资本与乡土社会的“有机嵌入”；建立健全企业、政府和乡村社会多元

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建立一个共同参与、共享发展、共同富裕的经济共同

体和治理共同体；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内生动力；等等。在过去几年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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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议题已经得到了社会学界的深入研究，有的则关注较少。例如，有学

者对“资本下乡”主要持警惕甚至批判的立场（焦长权、周飞舟，2016），希望

有新的道德规范、组织甚至家庭去规制它（付伟，2021；潘建雷，2019）。这是

必要且重要的。但市场本身的运作，首先还是要从市场的角度出发去观察

和思考，然后再考虑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想发展出

一条与“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不同的进路，通过将市场主体置

于分析的中心这一视角，强调企业自身的制度安排对于产业发展（吕鹏、傅

凡，2022）乃至公共治理（吕鹏、刘学，2021）的影响。笔者在本文的第四部分

还会再次回到这个议题。

三、各阶层间收入分配与财富积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坚持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

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在这里，初次分配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所发挥的作用，

再分配主要依靠国家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处理好

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关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某种

程度上需要回答如何处理国家-市场关系问题。

国家-市场关系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学所有分支学科几乎都无法回

避的话题，但其侧重点有所不同。从收入分配与财富积累的角度来说，联系

最为紧密的研究领域之一就是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也一

度受到“转型社会学”之问题意识的驱使，将市场转型背景下社会分层的形

塑机制和主客观后果作为最为核心的研究议题之一（Bian，2002；陈那波，

2006）。在近十年里，社会分层与流动越来越多地走出了市场转型视角所塑

造的理论框架（Wu，2019），议题更加广泛，关注焦点紧紧追随中国社会变迁

的进程（李春玲，2019）。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本文只能择其中与

分配制度直接相关的进行评述。

社会学家们在诸如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社会流动

的后果等一些关键议题上取得了基本共识，政策影响力有所扩大。改革开

放以来，整个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基本完成了从等级秩序（rank
order）向阶级层化体系（class stratified system）转变（李路路，2019；吴愈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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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扩大中等收入者或中产阶层比重成为我国缩小收入差距、形成橄榄

型分配格局的关键所在（李培林、朱迪，2015；朱斌，2017）。这在过去五年来

的国家政策中也有所体现——“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

大，扶贫对象大幅减少”、“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被写进中央文件。与此同时，

社会流动的状况值得警惕。虽然阶层代际之间的相对流动率四十年来持续

上升，但最近十年间出现下降（李路路等，2018；石磊，2022），累积性不平等

的效应开始从两代之间扩展到三代之间（吕鹏、范晓光，2020；张桂金等，

2016）。为此，“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

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避免‘内卷’、‘躺平’”（习近平，2021）。

在社会政策层面，过去十年来，民生支出占GDP的比重高速增长（焦长权、董

磊明，2022），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民生的持续改善

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社会分层研究也在许多议题上留下至今无法定论的纷争，其中最

要紧的问题并不在经验层面。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依然受限于一些理论上

的瓶颈，从而在国家-市场关系问题上常给人以意犹未尽的感觉。比如，不

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韦伯主义的传统，在基本分析单位上仍然是以“阶级”

或“阶层”（class）为主。虽然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的阶层结构分化和市场化

导致原有的以“单位-公社”体制为核心的组织化体系解体（李路路等，

2020），但体制的力量并没有在社会结构形塑中消失；相反，单位制、户口等

国家制度在分层中的作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Wu，2019），而恰恰是体

制内外差异和不同所有制下的行业差距，正在形塑社会结构最为重要的轴

线之一（刘欣，2021；吕鹏、范晓光，2016）。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者并不一定全

都是阶级行动者（class actors）。现实中的集体行动者，即使达到了“经济阶

级”的标准，其“阶级性”（classness）程度仍然参差不齐。“阶级”之外的集体行

动者，也应该被纳入到社会结构分析之中。比如，以国家和社会不同领域为

基础的各种垂直向的部门群体（sectoral groups）仍然强大（比如石油天然气

部门的雇员就是一种部门群体），他们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更适合被

理解为一种“以场所为基础的行动”（situs-based action）。于是，我们所面对

的是一幅由不同阶层、性别和部门群体的集体行动者所构成的“利益群体博

弈”的社会结构总图景；社会结构中的各个行动者之间和内部的争斗与妥协

是形塑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关键因素，而他们则主要通过影响政策来发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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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King & Sznajder，2006）——这是一个将社会结构分析与政策过程分析糅

合在一起的进路；在社会分层研究中，也有必要更多地将个体层面和组织层

面的因素同时纳入分析的范畴。

正是由于活生生的“人”作为行动者在社会分层研究中的“失语”，社会

分层研究在诸如固化、内卷、躺平、“困在系统中”等社会热点问题上的声音，

远远小于其本来应该传达的分量。正如柳建坤、陈云松（2018）的一份研究

所展示的那样，虽然官方意识形态所建构的“阶级”话语在社会分层的话语

体系中逐渐消退，但公众话语中与“阶层”有关的话题却热度攀升，在收入不

平等的指标上升时更是如此。“转型期生存焦虑”（陈光金，2013）在一些人群

中扩散，网络群体的社会心态极端化表现突出（黄荣贵等，2022）。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我国社

会的主要矛盾，也是中国社会学家必须直面的研究议题。

这种焦虑感在财富问题上表现得尤其明显。财富已经成为社会分层研

究的新热土，尤其是住房不平等的研究成果丰硕（范晓光、吕鹏，2018；吴开

泽，2019）。但相比经济学来说，财富不平等研究依然是薄弱环节，甚至整个

不平等研究最大的声音也来自经济学界。社会学研究者们最大的苦恼可能

来自可信数据（尤其是与财富相关的社会变量）的匮乏，但理论之矿，也依然

有挖掘的空间。比如，社会学概念里的“租”，虽然经由索伦森等人倡导（So⁃
rensen，1996），但在社会学研究中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这个概念却

有助于我们对社会结构分布获得非同寻常的理解。事实上，如果将“租”理

解为“开放关系”中本应获得的收入与将此关系“封闭”至某些特定个体或群

体以后的收入之间的差距（Mihályi & Szelenyi，2017；塞勒尼、米哈依，2019），

那么，我们就可以对诸如金融寡头和科技巨头等垄断性资本在制造不平等中

的作用、对如何衡量资本和财富，有更加富有穿透力的理解；也更容易理解近

些年来在欧美兴起的“占领华尔街”、“我们是后99%”、民粹主义、全民基本收

入等运动和倡议（Keister，2014；吕鹏、傅凡，2020）。总之，要想实现党的二十

大报告里所说的“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

众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社会学家还需要开发出更多

的理论和政策工具，在中观政策层面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

社会分层研究还需要在宏观问题上发出更大的声音。实证导向是社会

分层研究最为珍贵的传统（李春玲，2019），但正如陈云松（2022）所指出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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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社会学定量研究长期以来过度倚重基于个体样本的调查数据，在视野、

方法和理论观照等方面逐渐形成“微观旨趣”，削弱了其对学科发展和社会

治理的贡献能力。在社会分层研究领域，阶级图式（class scheme）分析的衰

弱就是一个例子。厘清阶层构成的元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效的分层图

式，是科学评估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和定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重中之重

（范晓光，2018）。然而，就学术影响而言，相关的研究围绕核心问题所展开的

实质性对话还比较少，无论对提出的分层框架还是对借鉴的基于发达社会的

分析框架，其有效性都有待进一步评估（刘欣、田丰，2018）。就社会和政策影

响而言，除了陆学艺团队的开创性研究（陆学艺，2001）和少数影响较大的研

究之外（李路路，2019；刘欣，2005；孙立平等，1998），各种民间版本的“中国社

会各阶层分析”大行其道，而学术界相关发表越来越少、影响越来越弱、动态

分析不能持续坚持，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方法的前沿和数据的更新，固然

为基于整体主义的量化分析提供了利器，但宏观研究的弱势并不完全是方法

和数据所导致的——事实上，在社会分层领域，各种数据库层出不穷，方法也

日新月异（范晓光、刘金龙，2022）。就略显枯燥却需要持之以恒、及时发布

的宏观分析而言，也不能指望单个学者一直就同一个话题笔耕不辍，而是要

和科研组织方式的改革结合起来。笔者在最后一部分还将谈到这一点。

四、第三次分配与资本健康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论述“完善分配制度”时指出，要“引导、支持有意愿有

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这是“构建初次分配、

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当中“第三次分配”的重要内容，而

且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重要文件和会议中。当“第三次分配”在“扎实推进共

同富裕”的语境中再次出现之后，引发了企业、公众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不过，市场对“第三次分配”显然存在较大的误解，一时议论纷纷，以至于包

括《人民日报》在内的权威媒体和多位权威专家不得不强调，第三次分配不

是“劫富济贫”，也决不搞“逼捐”，回报社会应建立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高收

入群体和企业积极主动投入民间捐赠、慈善事业，更好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市场对“第三次分配”的担忧，有着现实的背景。最近两年来，资本迎来

了一个设置“红绿灯”的新阶段：从2020年以来，无论是反垄断的强化、《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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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审查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还是对“饭

圈”、“黑嘴”的整治，甚至是对线上培训类平台的监管，无一不引起各方的强

烈关注。事实上，不仅在国内，国际上对大企业的监管治理也热点纷呈，众

多国际巨头因不当竞争、仇恨言论、平台责任不实等问题，正在遭遇越来越

严苛的法律挑战。2021年 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正确认识

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创

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

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

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①。2022年3月16日，国务院金融

委指出“关于平台经济治理，有关部门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方针

完善既定方案，坚持稳中求进，通过规范、透明、可预期的监管，稳妥推进并

尽快完成大型平台公司整改工作，红灯、绿灯都要设置好，促进平台经济平

稳健康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②。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虽然没有再提“资本无序扩张”，但也明确指出，要

“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依法规范和引

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依法规范和引导

资本健康发展”等表述，是对过去两年里以打击“资本无序扩张”为主基调的

“监管风暴”的深化，发展和治理被摆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资本健康发

展的关键，就是处理好“发展”与“治理”的关系：既要踩足“油门”，让经济有

所发展，又要善踩“刹车”，让经济规范、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这既是一

个经济学、管理学的问题，又是一个社会学、政治学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

发现，现有理论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捉襟见肘。理论上的成见，恰恰是引发资

本和市场紧张的另一个原因。

在社会学界，与此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但与管理

学界不同，社会学界总体上对此持怀疑批判态度。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经历

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沈洪涛、沈艺峰，2007）。简言之，在工业社会

早期，企业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20世纪初，企业对

① 参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https://www.12371.cn/2021/12/
10/ARTI1639136209677195.shtml。

② 参见《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资本市场问题》，https://
baijiahao.baidu.com/s?id=1727435195747100509&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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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其他领域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人们开始反思企业在整个

社会中的角色和应该承担的责任（Carroll，1991；鲍恩，2015）。到 20世纪中

后期，“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逐渐兴起并得到广泛认同，企业不再被视作

一个单纯的利润追逐者，而是被视作负有公共责任的社会成员。在此观念

的引导下，大量企业开始谋求商业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平衡，倡导负责任的投

资行为并积极投身于公益项目。尽管如此，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依然持续地

遭到各种质疑。有人质疑这只不过是一种宣传工具（郑若娟，2006），有人认

为这不过是新自由主义下资本的一个幌子（Kinderman，2012）。这种批判态

度与社会学对资本的批判传统（吕鹏、傅凡，2020）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强调“找回企业主体性”：必须将企业视为行动的主体而不只是治

理对象，从其自身行为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市场主体与西方市场经济体

中的市场主体有一个很大不同，就是它们与国家的关系；企业项目制的运作

逻辑与国家项目制式的社会治理模式既互相补充又互相耦合，可以形成一

种“善治”与“益商”共演的“生产型治理”的效能（吕鹏、刘学，2021）。因此，

资本健康发展的关键，是处理资本与治理的边界，确立符合新时代要求的规

则、制度，推动商业向善。

我们也不能混淆资本与技术的关系。面对资本乱象丛生，很多人不能

准确地区分出哪些问题是资本导致的，哪些问题是技术导致的，眉毛胡子一

把抓，或者“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出去”。大型企业在民族国家和全球治理

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近些年又以数字平台企业的发展最为突出。但数字

平台企业与房地产、能源、金融等巨头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数字平台企业的

治理问题，是资本问题与科技问题的混合体；而人们往往将资本问题当作科

技问题来处理，或者相反。尤其是，今天的数字技术与算法密不可分，因此，

围绕“平台企业治理”的研究又常常与算法对治理的影响和对算法的治理结

合在一起（Doneda & Almeida，2016）。正是因为数字平台的治理带有更加明

显的技术特征，甚至是一个“黑箱”，因此显得更加不可捉摸，公众的本能恐

惧也更强烈。事实上，技术本身应被当作一个独立的变量处理，并与技术社

会学的研究传统勾连起来（吕鹏等，2022；周旅军、吕鹏，2022）。

不过，资本在“第三次分配”中真正发挥作用，最大的实践挑战并不在于

这些外部压力，而是在于企业内部。来自国家、社会、经销商的外来压力，往

往成为企业投身公益慈善的最直接动力（Moon & Vogel，2008）。尤其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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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ESG投资、社会价值等理念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慈善捐赠数额每年递

增。但如果企业只是将国家的共同富裕目标、社会的公平正义期待理解为

多做一些“第三次分配”，那这样的社会责任终将失去可持续的内在动力；在

大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可能又会回到“叫好不叫座”，最终不了了之的“旧赛

道”里。事实上，企业社会责任与产品“两张皮”，是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的“阿

喀琉斯之踵”。长期以来，如何向“业务线”证明自己的价值，如何向“老板”

表明自己的意义，如何向“股东”解释自己的产出，一直是很多公司从事企业

社会责任乃至所有“后台部门”从业者面临的挑战。企业社会责任看似重

要，很多时候却很难成为“一把手”真正关心的核心议题，甚至成为边缘话

题、“形象工程”、“救火队长”、“漂白渠道”。反过来，“业务”也会对“社会责

任”持选择性的态度。那些容易出产品、能够帮助完成KPI的社会责任项目，

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而一些真正关乎公司长期价值的项目，则可能得不到

足够的支持。组织社会学在破解这些难题上完全可以大展身手，从而通过

企业组织层面的变革，真实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刘学，2021b；刘学

等，2021；吕鹏等，2020；赵璐，2022）。

当企业的社会行为与商业行为取得共演的正向效应时，分享蛋糕—做大

蛋糕、财富创造—第三次分配也就实现了闭环。传统的“分蛋糕”思维认为，

企业创造的价值是大小固定的蛋糕，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把手上有限的“蛋

糕”（资源）重新分配出去（“第三次分配”），是投资者与利益相关者的一场零

和博弈。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必须通过提高价格和压低成本来向社会

索取；而为了服务社会，企业就必须牺牲收益和利润。“做大蛋糕”的思维则强

调，蛋糕的大小并不是固定的。借由投资利益相关者，企业可以直接让利益

相关者受益，把整个蛋糕做大，带来更持久、更可观的回报（爱德蒙斯，2022）。

五、社会革命与社会学的自我革命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

术体系、话语体系”。尤其是，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

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大有可

为”，并提出“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的殷切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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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①中国社会学该如何回应？权威学者对此进行了解答（陈光金，2019；冯
仕政，2022；李路路，2022；李培林，2021a；李友梅，2022；应星，2022）。笔者

以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是一场公认的社会革命（Skocpol，1979）；建设中

国式现代化的中心任务也将成为另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为提升助力实现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能力，社会学必须进行一场自我革命。

首先，社会学要整合和延长生产链条，走向祖国大地，构建融合知识与

实践的学科体系。从在财富创造方面打造县域共同富裕产业链，到在初次

和再次分配环节规范各阶层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再到在第三次

分配环节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虽然在理论逻辑上与实现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的路径（做大蛋糕—分好蛋糕—分享蛋糕）一致，但在学术研究日常

实践中，从事这三个议题研究的学者往往属于不同的“分支学科”，比如农村

社会学、社会分层与流动、福利社会学等等。然而，知识生产可以碎片化，实

践却常常强调整体性。在学术生产越来越强调实践导向的今天，社会学学

科建设也需要“强链”和“补链”：前者强调加强学科内部的知识整合，后者则

强调走出舒适区，接受国家、市场和人民的检验。例如，冯仕政（2019）认为

应大力发展社会政策学科，让其在中国社会学的学科链中扮演打通社会学

内部上游和下游、联系社会学学科建设与社会需求的中间环节的角色。再

比如，李培林在2021年“社会分层与流动”冬季论坛上曾呼吁，社会分层研究

者需要“努力延长社会分层研究的生产链”，要更多向社会政策及市场应用

领域延伸，在展开更为扎实的学术研究的同时，也让学术成果走向社会，以

更好解决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②这个呼吁不仅适用于其他领

域的研究，而且在国家要求、人口结构、财政状况乃至知识生产方式发生变

化的背景下，会变得越来越刚性。

其次，社会学要重视研究资本在社会建设中的正反作用，做出理论创

新，构建融合发展与安全的学术体系。在古典社会学家的著作中，对资本和

资本主义的讨论是热烈而多元的。在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实践中，除了

历史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等少数分支外，对资本的讨论要么缺席了，要么被布

① 参见《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59221
09151348077&wfr=spider&for=pc。

② 参见http://www.cssn.cn/shx/shx_tpxw/202111/t20211126_537731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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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厄主义改造成扁平的操作变量，要么主要作为批判的对象。实现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既是社会建设，也是经济建设，需要监督资本健康成长，但也离不开

资本的运作和财富的积累，尤其是在金融资本崛起且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杨典、欧阳璇宇，2021）的背景下。社会学恰恰在研究如何让资本发

挥积极作用方面，受制于固有理论框架的束缚。因此，社会学既要以人民为中

心、保持对资本带来的负面效应的批判，还要研究如何利用资本激活社会建

设、创造社会价值、促进社会进步，更要增强在市场浪潮中游泳的本领。社会

学的学术体系不应满足于分析和解释，更应该带有行动方案（沈原，2006）。接

受过社会学学术训练的毕业生，除了进入民政、社保、人力、群团、媒体等再分

配机构，更应该大步向发改、商务、金融、数智等创造财富的部门和企业进军。

最后，社会学要直面中国社会之真问题，扬弃无谓之争，构建融合过去

与未来的话语体系。塞勒尼认为与经济学和政治学相比，西方社会学实际

上处于三重危机之中：丢掉了政治上的吸引力、无法找到合适的方式来应对

“方法论革命”、不确定是否有一个共同的理论核心（塞勒尼，2015）。此三重

危机实际上有两个都涉及话语体系。世界格局正在发生重大的变革，西方

社会学在政治话语和理论话语上却难以创新，“真正的智识成就”乏善可

陈。然而，中国社会学不应幸灾乐祸，更不该故步自封。这并不是“西化”与

“本土化”的问题，也不是定量与定性的问题，更不是公共社会学与职业社会

学的问题，这首先是一个学术品位和想象力的问题。对中国式现代化而言，

纵向比较必须考虑传统与现代的紧密关系（应星，2022）；横向比较必须考虑

不同国家所处的阶段特征（李路路，2022）。“发展问题”不再主要是发展中国

家的问题，而是重新成为发达国家的一个核心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

所有的国家，都变成了“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为所有国家的共同核心议

题。拥抱新发展问题的社会学，也许能够找回更多丰富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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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and Mission of Sociology
LV Peng

Abstract：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report put common prosperity
as one of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three
levels of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 — making the cake bigger, better dividing
the cake, and sharing the cake, this paper combs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so⁃
ciology in narrowing the urban-rural gap, class gap, and industry gap in the past
decade. It particularly focuses on the new issues and challenges of sociology in
building the industrial chain of common prosperity at the county level in terms of
wealth creation, standardizing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order and wealth accumula⁃
tion mechanism of all classes in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distributions, and
standardizing and guid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apital in the third distribu⁃
tion. To this end, sociology must carry out a“self-revolution”of disciplines, aca⁃
demics and discourse systems and contribute Chinese wisdom to active participa⁃
tion in the great“social revolution”.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report put
common prosperity as one of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Chinese moderniza⁃
tion. Based on the three levels of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 making the cake
bigger, better dividing the cake, and sharing the cake, this paper combs the re⁃
search achievements of sociology in narrowing the urban- rural gap, class gap,
and industry gap in the past decade. It particularly focuses on the new issues
and challenges of sociology in building the industrial chain of common prosperi⁃
ty at the county level in terms of wealth creation, standardizing the income distri⁃
bution order and wealth accumulation mechanism of all classes in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distributions, and standardizing and guiding the healthy develop⁃
ment of capital in the third distribution. To this end, sociology must carry out a

“self-revolution”of disciplines, academics and discourse systems and contribute
Chinese wisdom to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great“social revolution”.

Keywords：common prosperity; Chinese modernization; social revolution;
self-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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